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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际感恩是指个体由于接受了他人善意提供的具有一定价值的恩惠而诱发的一种愉悦的、心怀感激

而意欲报答的认知性情绪。情境评估过程是人际感恩得以产生的关键环节。此外, 人际感恩的产生还会受到

受惠者自身特点、双方关系特点等因素的影响。情节剧本、真人互动等任务是研究人际感恩的常见范式。另

外, 人际感恩还具有个体、二元、团体三个层面的功能。加强人际感恩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 考察由人际感恩

到特质感恩的培养路径, 拓展人际感恩的功能研究, 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感恩是未来人际感恩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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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而不来 , 非礼也 ; 来而不往 , 亦非礼也

(《礼记·曲礼上》)。在人际交往中, 恩惠(包括物

质与情感等层面)馈赠是社会交换的重要内容(莫

斯, 2002)。然而, 当人们在不同社交情境中接受别

人的恩惠时, 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如人际感恩

(Algoe, Fredrickson, & Gable, 2013)或者负债感

(Converse & Fishbach, 2012)等。尽管, 感恩历来受

到东西方文化的推崇 , 甚至在西方享有“美德之

父”的美誉 (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但是, 由接受恩惠而产生的人际感

恩之情, 却在早期得不到研究者们的正视。根据

互惠规范理论(Gouldner, 1960), 学者们认为人际

感恩的性质与负债感相同, 而功能上仅仅是维持

直接互惠行为(Greenberg, 1980; Tesser, Gatewood, 

& Driver, 1968; Trivers, 1971)。直至积极心理学的

兴起, 人际感恩才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被大多数学

者所接受, 对其成因与功能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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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目中的“人际感恩”并非传统理解的人际感恩, 

而是根据 Solomon (2004)的“interpersonal gratitude”翻

译而来。 

通讯作者: 郑雪, E-mail: zhengxue77@126.com 

的进展 (e.g., Algoe, 2012; Algoe et al., 2013; 

Bartlett, Condon, Cruz, Baumann, & Desteno, 2012; 

Gordon, Arnette, & Smith, 2011; Gordon, Impett, 

Kogan, Oveis, & Keltner, 2012; Lambert & Fincham, 

2011; Simão & Seibt, 2014; Wood, Brown, & 

Maltby, 2011)。了解人际感恩对促进感恩教育, 完

善感恩干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详述

了人际感恩的各类研究, 力求能为该领域未来的

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人际感恩的界定 

1.1  何为人际感恩 

人 际 感 恩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是 感 恩

(gratitude)最原始、最朴素的含义。在西方 , 

“gratitude”源自于拉丁文“gratia”与“gratus”, 其中

前者意为帮助, 后者意为愉快(Emmons, 2004)。

Emmons (2004)首先指出“gratitude”的本质便是人

际感恩, 因而他用“gratitude”来指代人际感恩。但

如此一来, 人际感恩在具体研究中便缺少了语言

学与心理学层面的独立性。为此, 不同学者开始

对人际感恩进行语言学与心理学层面的界定。从

语言学层面上讲, Steindl-Rast (2004)与 Solomon 

(2004)根据感恩的对象属性 , 将人际感恩命名为

“personal gratitude” (Steindl-Rast, 2004)或“interper-



48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3卷 

 

 

sonal gratitude” (Solomon, 2004); Lambert, Graham, 

与 Fincham (2009)注意到人际感恩的本质是由恩惠

所诱发, 故将其定名为“benefit-triggered gratitude”。

另一方面, 从心理学层面来说, 学者们亦在形式

与性质上对人际感恩进行了阐释。目前学界一般

认为, 感恩应包括特质感恩(trait gratitude)与状态

感恩(state gratitude)两种不同的形式(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 而状态感恩又可以按对

象属性, 分为对人的感恩与对自然的、对上帝的

感恩等(e.g., 丁如一, 周晖, 林玛, 2014; Naito et 

al., 2010; Tsang, Schulwitz, & Carlisle, 2012)。因此, 

人际感恩从形式上属于对象为人的状态情绪感

恩。此外, 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 情绪是认知系统

的产物, 认知系统往往会对客观事件进行加工, 从

而激发情绪的产生(Ortony, Clore, & Collins, 1988)。

人际感恩由恩惠所诱发, 因而从性质上被感恩研

究者普遍视为一种认知性情绪(Algoe, 2012)。 

作为感恩研究的奠基人, Emmons (2012)曾对

人际感恩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总结。根据他的观

点, 本文认为人际感恩是个体由于接受他人善意

提供的具有一定价值的恩惠而诱发的一种愉悦

的、心怀感激而意欲报答的认知性情绪。此外, 纵

观人际感恩的概念与各类研究(e.g., Algoe, 2012; 

Emmons, 2004; Emmons & Stern, 2013; Lambert et 

al., 2009; Wood, Maltby, Stewart, Linley, & Joseph, 

2008; Watkins, 2014), 可以发现人际感恩具有三

个显著的特点：第一, 人际感恩的产生离不开恩

惠的馈赠(Emmons & Stern, 2013); 第二, 人际感

恩属于认知性情绪(Algoe, 2012; Emmons & Stern, 

2013; Wood et al., 2008); 第三, 人际感恩还是一

种积极情绪(Watkins, 2014)。 

1.2  人际感恩与特质感恩 

如上所述, 特质感恩是感恩的另一种重要表

现形式, 它最早由 McCullough 等人(2002)加以界

定, 而后由 Wood, Froh与 Geraghty (2010)扩充与

发展, 其基本内容是指个体因倾向于关注与感激

生活中的各种积极面而衍生出的一种情感特质。

尽管本质上, 人际感恩与特质感恩均属感恩, 但

二者却具有一定的区别。首先, 两者的产生途径

不同。人际感恩作为状态情绪感恩, 它的产生有

赖于对恩惠情境的评估, 而特质感恩则是个体已

存在的一种情感特质。其次, 两者的内容体验不

同。按照 Wood等人(2010)的概念, 特质感恩的对

象不局限于人, 还可以包括自然等层面, 然而人

际感恩仅仅是对他人的感恩。最后, 两者的功能

表现不同。当前众多研究发现, 特质感恩与个体

的幸福感、身心健康等因素的关系密切(详见 喻

承甫, 张卫, 李董平, 肖婕婷, 2010)。然而, 需要

认知评估的人际感恩却可能不会直接增强个体的

主观幸福感(Iyer, 2010)。不仅如此, Lambert等人

(2009)也曾认为特质感恩与人际感恩可能在功能

表现上有所不同, 特质感恩可能多与个体的心理

结果相关, 而人际感恩则更可能与人际间的关系

有关 , 近来的研究逐渐证明了这一观点 (Algoe, 

2012; Algoe et al., 2013; 喻承甫等, 2010)。 

1.3  人际感恩与负债感 

负债感(indebtedness)是指接受恩惠后 , 个体

认为有义务去偿还的情绪(Greenberg, 1980; Tsang, 

2006b)。由于负债感与人际感恩均为受恩后的常

见反应, 因而早期研究者曾将二者当作同一情绪

(Greenberg, 1980; Trivers, 1971)。然而, 近来的研

究发现两者有所不同：首先, 两者的引发动机不

同, 施恩者善意的、无私的、自主的动机容易引

发人际感恩, 而回避性的、自私的、受控的动机

则与负债感紧密相连 (Tsang, 2006b; Weinstein, 

DeHaan, & Ryan, 2010); 其次, 两者的情绪效价

不同, 人际感恩的体验往往是愉悦的, 而负债感

则令人不舒服, 甚至内疚(Greenberg, 1980; Watkins, 

Scheer, Ovnicek, & Kolts, 2006); 最后, 两者的情

绪结果不同, 产生负债感的人更可能采用“一报还

一报”的回馈模式 (Tsang, 2006b), 而 Fredrickson 

(2004)的感恩拓展建构理论则认为人际感恩可能

会激发较为丰富的回馈内容与方式, 这也得到了

相关研究的证明(Bartlett & DeSteno, 2006; Watkins 

et al., 2006)。 

1.4  人际感恩与报恩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

李”等文句说明, 中国文化历来提倡要懂得报恩。

然而, 传统文化中的报恩与本文所指的人际感恩

存在一定的区别。第一, 报恩的内涵不单单是一

种情绪, 而是从认知到情绪再到行为的一个连续

体。魏晓华(2008)曾将中国人的“报恩”心理概括为

三个阶段：先识恩(认知), 再感恩(情绪), 最后报

恩(行为)。与之相对的是, 人际感恩仅为一种认知

性情绪。第二, 报恩的外延也十分广泛, 并会因人

际关系类型的不同而派生出不同的子概念,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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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为报亲恩 , 忠为报君恩 , 节为报夫恩 , 义为报

友恩等(任现品, 2005)。此外,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

文化中的报恩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即恩惠可能并

非指日常生活中的小恩小惠, 而是指大恩大德(翟

学伟, 2007)。所以, 从概念上看, 传统文化中的报

恩要比人际感恩复杂且多变。 

2  人际感恩的成因 

目前, 关于人际感恩的产生问题, 研究者们

主要考察了心理层面的原因, 包括两个方面：第

一, 靠对恩惠本身特点以及施助者行为与态度特

点的情境评估; 第二, 还受到来自受惠者自身特

点、双方关系特点以及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已

有研究表明, 人际感恩成因的 78%依靠对恩惠价

值、施助成本与施助动机的情境评估作用(Wood et 

al., 2008)。 

2.1  情境评估：促使人际感恩产生的关键环节 

对于情境评估的内容, 研究者们主要有两种

观点：传统观点认为, 人际感恩的产生在于受惠

者对恩惠价值(value)、施助成本(cost)以及施助动

机(intention)的评估(McCullough et al., 2001); 较

新观点认为, 人际感恩的产生还依赖于对施助者

行为的响应性觉知(Algoe, 2012)。 

施助成本、恩惠价值与施助动机一直以来被

认为是情境评估的重要内容 (McCullough et al., 

2001; McCullough, Kimeldorf, & Cohen, 2008; 

Tesser et al., 1968)。Tesser 等人(1968)最早发现, 

被试对施助成本与恩惠价值的评估越高, 所引发

的人际感恩就越强。但是, Tsang (2007)的研究却

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即对恩惠价值的评估提高时, 

人际感恩却不一定增强。因此, 人际感恩的产生

很可能并不简单取决于对施助成本与恩惠价值绝

对大小的评估。为此, Wood 等人(2011)根据范围

——频率(range frequency theory)理论提出并验证

了人际感恩成因的两条相对性原则：顺序原则

(rank principle)与全距原则(range principle)。前者

认为, 个体会根据同等程度的恩惠在不同恩惠序

列中所得到不同名次, 来决定人际感恩的产生程

度。后者则认为, 个体还会根据同等程度的恩惠

在不同恩惠序列中所占全距的不同比例, 来决定

人际感恩的产生程度。 

除成本与价值外, 还有研究表明, 当施恩者

的助人动机是慷慨而友善, 并且不求回报时, 也

能够让受惠者产生人际感恩(Tsang, 2006b)。反之, 

一旦施恩者表现出回报期待, 受惠者的人际感恩

程度便会随着回报期待的增高而逐渐降低(Watkins 

et al., 2006)。但即使施恩者的动机是友善的, 也存

在另一种可能：这种善意可能并非来自愿, 而是

由于自尊、道德感或社会赞许效应等因素的压迫。

研究发现, 尽管施恩者的自主性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能够独立预测人际感恩的产生, 但前提

是只有该动机被评估为出于施助者本意(Weinstein 

et al., 2010)。 

近年来, 响应性觉知(perceived responsiveness)

逐渐被认为是情境评估中的又一重要内容(Algoe, 

2012; Simão & Seibt, 2014)。响应性(responsiveness), 

是指一种情感上的相互依赖, 是一方对另一方需

要、目标、价值观以及自我偏好的积极支持(Reis, 

2014)。响应性觉知则是一种评估结果, 即个体感

到被对方所理解、珍惜、关怀(Algoe, 2012)。Algoe

等人在对同居夫妇以及转移性乳腺癌女病人的不

同研究中(Algoe, Gable, & Maisel, 2010; Algoe & 

Stanton, 2012)均发现, 响应性觉知与人际感恩具

有较高的相关, 甚至可以预测人际感恩的产生。

对此, Algoe (2012)认为人际感恩之所以能被预测, 

是因为在恩惠传递中受惠者感知到了来自施恩者

对其需要的响应性 , 即受惠者产生了响应性觉

知。按照 Algoe 的解释, 以往认知评估的三因素

仅仅反映了人际感恩在行为表面的成因, 而强调

响应性觉知, 则是从行为背后的关系层面透视了

人际感恩的产生原因。但尽管如此, 也有研究发

现, 响应性觉知对人际感恩的预测作用还有待进

一步的考察(Algoe & Haidt, 2009)。 

2.2  影响人际感恩产生的因素 

研究发现, 受惠者自身特点(如特质感恩、调

节定向、责任感等), 施受双方的关系特点(如类

型、疏密度等), 以及其他因素(如性别差异、文化

差异等)往往会作为背景因素调节个体的情境评

估过程 , 从而对人际感恩的产生造成额外影响

(Algoe et al., 2010; Chow & Lowery, 2010; Mathews 

& Shook, 2013; McCullough et al., 2001; Tsang, 

2006b)。 

2.2.1  受惠者自身特点 

受惠者自身的特质感恩程度是影响其人际感

恩产生的重要因素。McCullough, Tsang与 Emmons 

(2004)曾让被试记录每日状态感恩(即人际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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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结果发现高特质感恩被试日常经历的感

恩情绪更多, 也更为强烈。Wood 等人(2008)认为

特质感恩影响人际感恩的产生可能有两条路径：

其一 , 直接诱发人际感恩; 其二 , 通过影响情境

评估过程来间接诱发人际感恩。其研究结果发现, 

特质感恩仅会通过影响对恩惠价值、施助成本以

及施助动机的评估过程来间接促发人际感恩。 

除特质感恩外, 近来还有研究表明受惠者自

身的其他特点也会影响人际感恩的产生(Chow & 

Lowery, 2010; Mathews & Shook, 2013; Watkins et 

al., 2006; Weinstein et al., 2010)。Mathews与 Shook 

(2013)发现 , 在恩惠情境评估中 , 受惠者自身的

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会让其在情境评估中

更加关注施恩者的慷慨与礼物的美好, 从而促进

人际感恩的产生。此外, Chow 与 Lowery (2010)

还探讨了与自身有关的成就类情境中受惠者的个

体责任感对情境评估的影响。结果发现, 只有当

受惠者认为自己需要对结果负责时, 来自施恩者

的帮助才能被评估为是有效的, 进而引发人际感

恩。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 当受惠者不认为自己

对结果负责时, 便较少觉知到施恩者对自己的关

怀与理解(响应性觉知降低), 从而限制人际感恩

的产生。除促进定向、对结果的责任感外, 还有

学者发现受惠者对施恩者的好感也能影响其情境

评估：对施恩者的好感越多, 就越容易促进人际

感恩的产生(Watkins et al., 2006)。 

2.2.2  双方的关系特点 

施受双方的关系类型与关系疏密度均是影响

人际感恩产生的重要因素(Algoe et al., 2010; Bar-Tal, 

Bar-Zohar, Greenberg, & Hermon, 1977; Cohen, 

2012; Welch, 2012)。早期研究发现陌生关系比亲

密关系更能引发人际感恩的产生 (Bar-Tal et al., 

1977)。但近来研究却表明 , 在不同关系类型中 , 

关系疏密度对人际感恩的影响是不同的 (Cohen, 

2012; Welch, 2012)。在横向关系(如平辈的朋友关

系, 恋人关系)中, 亲密关系反而会比陌生关系能

引发更多的人际感恩, 这也许是因为亲密关系中

的双方会有长期互惠的考虑(Cohen, 2012)。另一

方面 , 如果双方属于纵向关系 , 例如母子关系 , 

尽管也具有较高的亲密度, 但母子关系中包含以

“孝” (filial obligations)为表现形式的义务, 故而

个体的情境评估会受到义务的影响, 由此激发的

人际感恩程度不如恋人关系, 甚至弱于某些陌生

关系(Bar-Tal et al., 1977; Welch, 2012)。除母子关

系外, 如果双方的关系属于因权力、地位等不同

而导致的其他纵向关系, 人际感恩的引发程度仍

然会受到影响。Magee与 Smith (2013)认为高权力

的个体比低权力的个体更不容易产生人际感恩 , 

因为人际感恩属于社交情绪, 作用是拉近人际距

离, 而高权力的个体更倾向于保持一定的社交距

离。不仅如此, 地位也会对情境评估造成影响, 人

们一般觉得地位比自己高的施助者含有更多善意, 

因而会对其产生更多的人际感恩(McCullough et 

al., 2001)。 

2.2.3  其他因素 

除上述两大类因素外, 人际感恩的产生还会

受到性别与文化差异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女

性比男性更容易觉察到伙伴的关怀行为, 即响应

性觉知更强, 因而也更容易引发人际感恩(Algoe 

et al., 2010); 相反的, 男性似乎不太容易体验与

表达感恩, 因为男性对于感恩的情境评估与女性

相比, 较为复杂与不确定(Kashdan, Mishra, Breen, 

& Froh, 2009)。 

Markus与 Kitayama (1991)认为, 东西方文化

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解

读。据此, 文化差异对人际感恩成因的影响很可

能与个体的人际关系特点有关。Shen, Wan 和

Wyer (2011)的研究则发现, 当施助者被设定为不

熟悉的人时, 中国被试比加拿大被试更容易认为

对方的施助行为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从而引发较

少的人际感恩; 反之, 当施助者被设定为被试的

密友时, 这种差异变得不再显著。Hu, Gan和 Liu 

(2012)对中国被试的研究也发现 , 来自近亲的帮

助在被试看来比远亲的帮助更具善意, 也更容易

激发被试的人际感恩。然而, Shen等人(2011)认为, 

这种表现在关系特点上的文化差异很有可能会被

某些突显的情境因素所掩盖, 因为后者可能在某

一时刻更易占据被试的思维。 

3  人际感恩的研究方法 

由前知, 人际感恩的产生至少要考虑三方面

因素：具有一定成本的施助行为, 具有一定价值

的恩惠, 以及施助者善意的动机。因此, 典型的人

际感恩诱发情境会假定个体获得了某种有益的结

果, 而这种结果是来自于另一个体的付出, 且这

种付出是善意而不求回报的 (McCulloug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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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依据这一假定, 研究者们采取了不同的任务, 

如情节剧本或真人互动等任务来研究人际感恩。 

情节剧本任务是人际感恩研究中最普遍的范

式(Simão & Seibt, 2014; see also Tesser et al., 1968; 

Watkins et al., 2006; Weinstein et al., 2010)。具体而

言, 情节剧本是通过文字信息材料虚拟一定的受

助情境, 让被试尽量设身处地地进行感受, 借此

来诱发人际感恩。Simão和 Seibt (2014)设计的情

节为假设被试与朋友一起去采购教材, 但结账时

被试发现自己的钱不够, 朋友正巧注意到这一情

况, 并善意地资助了被试。事实证明, 该方法的确

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被试的人际感恩, 但它也存

在一定的缺点：首先 , 情节剧本的心理现实性

(psychological realism)不高 , 其诱发的情绪反应

很有可能出现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 (Tsang, 

2007); 其次, 由于感恩是一种美德, 但该任务在

人际感恩评定时仅采用自我报告法作为依据, 所

以情绪引发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

影响(Pedregon, Farley, Davis, Wood, & Clark, 2012)。 

真人互动任务是为了提高前者心理现实性的

一种方法, 包括 Tsang (2006a)设计的抽彩券任务

与 Bartlett与 DeSteno (2006)所设计的解决意外任

务等。一般而言, 真人互动任务会让一名真被试

与一名假被试合作完成某些任务, 往往真被试会

在任务的进行中遇到问题, 而假被试会具有诚意

的对其进行援助, 借此引发真被试的人际感恩。

该范式具有两点改进：其一, 真人互动任务会通

过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行为, 强化被试情绪的卷入

程度 , 提高人际感恩的心理现实性; 其二 , 真人

互动任务在评定人际感恩程度时, 还会结合某些

行为反应指标, 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我

报告法的不足。许多研究表明, 真人互动任务不

仅能很好的诱发人际感恩, 也能促进人际感恩的

功能研究(e.g., Bartlett et al., 2012; DeSteno, Bartlett, 

Baumann, Williams, & Dickens, 2010; Mathews & 

Shook, 2013; 蒲清平, 朱丽萍, 2012; Tsang, 2007)。

尽管如此, 真人互动任务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表现

为操作较为繁杂, 易混入额外的干扰因素等。 

除上述常用的人际感恩诱发任务外, 也有学

者利用恩惠列举、感恩日记等方式来研究人际感

恩(Algoe et al., 2010; Algoe & Stanton, 2012)。Algoe

等人(2010)让被试每天对自己的感恩情绪做记录, 

还让其回答是否注意到对方的响应性行为, 结果

发现响应性行为可以预测人际感恩的产生。此外, 

公共物品游戏也可以用来研究人际感恩。Leung 

(2011)让真被试与假被试(电脑程序)配对进行公

共物品游戏, 发现假被试的高投入比低投入更能

引发真被试的人际感恩。 

尽管, 人际感恩的诱发任务多样化, 但存在

的问题是很多研究只关注被试在特定范式下引发

的人际感恩是否显著, 而很少关注被试在该范式

下是否还会产生人际感恩以外的其他情绪。事实

上 , 个体在恩惠情境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情绪

(Hu et al., 2012)。以往大多数研究者在人际感恩的

操纵检验中仅考察实验组人际感恩的激发程度是

否强于控制组, 却并未考虑实验组激发的人际感

恩是否为最主要的情绪(e.g., Bartlett & DeSteno, 

2006; DeSteno et al., 2010; Simão & Seibt, 2014; 

Weinstein et al., 2010)。因而, 这样的操纵检验很

可能具有要求特征的嫌疑。所以, 如何保证被试

在特定情境中诱发的人际感恩是其主要情绪是未

来实验范式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还有, 未来人

际感恩的实验研究可以继续考虑以下两点：第一, 

尽量采取多种实验方式(比如内隐联想, fMRI 等), 

增强以往情境实验的说服力; 第二, 对结果评定

所采用的形容词核查表进行修订, 或开发针对人

际感恩的量表, 如 AIR量表(Gordon et al., 2012), 

并尽量将其与行为反应指标结合, 提高评定结果

的准确性。 

4  人际感恩的功能 

人际感恩能够实现个体、二元以及团体三个

层面的功能, 即促进受惠者与施助者行为的积极

变化, 巩固与维持二元亲密关系, 提升团体内部

成员的融入度(Algoe & Haidt, 2009; Gordon et al., 

2011; Grant & Gino, 2010)。 

4.1  促进个体行为的积极变化 

当受惠者体验人际感恩后, 其行为往往会发

生积极变化。许多研究表明, 体验人际感恩会让

受惠者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Bartlett & DeSteno, 

2006; DeSteno et al., 2010; Tsang, 2006a)。还有学

者利用网络掷球范式发现, 人际感恩的激发作用

会让受惠者不顾经济效益, 更多的将球传给施助

者, 展现出一种社交接纳(Bartlett et al., 2012)。另

一方面, 当施助者接受人际感恩后, 其行为也会

相应地发生积极变化。研究表明, 表达的人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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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可以强化施助者的亲社会行为(McCullough et 

al., 2001)。Grant与 Gino (2010)认为人际感恩的这

种功能可能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其一, 提升施

恩者的自我效能感, 其二, 让施恩者体验到自身

的社会价值。为此,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 

结果发现, 施恩者受到来自受惠者的人际感恩后, 

再次对后者帮助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比如从 25%

到 55%, 32%到 66%等)。更重要的是, 受惠者表达

的感恩会让施恩者自我效能感与社会价值均有所

提高, 但仅有社会价值才能成为表达的人际感恩

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机制。这说明, 增强施助者

的社会价值是人际感恩强化其亲社会行为的真正

内因。不仅如此, 近来研究还发现, 当高权力个体

受到来自低权力个体的人际感恩后, 可以减弱对

低权力个体能力的诋毁, 并且社会价值仍然是这

种作用的中介机制(Cho & Fast, 2012)。 

4.2  巩固与维持二元亲密关系 

近来的一系列研究发现 , 在亲密关系(夫妻 , 

情侣或重要的朋友等)中, 人际感恩不仅能够提升

双方的关系满意度, 也能够让双方做出更多促进

关系成长的行为, 因而人际感恩对二元亲密关系

具有重要的巩固与维持作用 (e.g., Algoe et al., 

2013; Gordon et al., 2012; Algoe et al., 2010; Algoe 

& Stanton, 2012; Gordon et al., 2011; Lambert & 

Fincham, 2011)。从受惠者本身看 , Lambert 与

Fincham (2011)发现, 体验人际感恩并将其表达 , 

可以增加受惠者对施恩者的积极认识, 从而有利

于让受惠者做出保持双方关系的行为。从施助者

的角度看, Gordon等人(2012)认为, 当施助者受到

受惠者的感恩后 , 其本身感激之心也会被激发 , 

因而会做出更多巩固双方关系的行为。Algoe 等

人(2013)的研究还发现 , 在情侣关系中 , 一方表

达人际感恩, 能够显著提高另一方的响应性觉知, 

并最终预测双方六个月后的关系改善情况。因此, 

通过表达, 人际感恩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得到了

传递：施恩者会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 珍视以及

关心, 进而继续维持与受惠者的亲密关系(Algoe, 

2012)。 

4.3  增强团队内部成员的融入度 

Algoe和 Haidt (2009)认为人际感恩是一种是

称赞他人的情绪, 往往团体内受到感恩的某成员

会成为其他成员效仿的榜样, 原因是人际感恩会

被当作一种社交犒赏。所以, 当第三方目睹了人

际感恩的产生与传递后, 他(或她)便会对其他成

员做出类似施恩者的行为, 推而广之, 团体内便

逐渐形成一种亲社会的氛围, 从而成员的融入度

不断增强。从这个角度看, 人际感恩让各个成员

之间建立了一条共有纽带, 感恩的程度越强, 纽

带的作用就越大, 成员的融入度也就越高(Algoe 

& Haidt, 2009)。此外, 对于人际感恩在团体中的

作用还有另一种解读。Chang, Lin和 Chen (2012)

根据 Fredrickson (2004)提出的感恩拓展建构理论

认为, 体验人际感恩首先会拓宽个体的认知资源, 

使个体以一种更为包容的视角看待自身与施助者

之间的差异性(比如模糊二者的不同身份), 从而

削弱了施恩者与受惠者的区别。当原施助者不在

场时, 个体可以将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人当作感恩

的对象, 故而拉近了成员间的人际距离(Bartlett & 

DeSteno, 2006)。随着社会交往的进行, 这种因流

动身份(fluid identity)而导致的间接人际感恩的现

象会持续产生 , 个人的团体融入度也会逐渐提

高。综合而论, 从受惠者的角度看, Algoe和 Haidt 

(2009)的理论与研究解释了人际感恩促进团体成

员融入度的直接功能, 而 Chang 等人(2012) 则解

释了其间接功能。由于方法所限, 目前这一领域

的实证研究还不多, 已有的研究在概念操作或方

法使用上也有待完善(e.g., Chang et al., 2012)。因

此, 对于上述理论与功能的验证还需要未来进一

步的探索。 

5  小结与展望 

近几年, 人际感恩的各类研究让学者们逐渐

发现, 生活中的人际感恩不再是僵化的互惠教条, 

而是拉近彼此关系的真情纽带。尽管如此, 该领

域的研究还不够丰富, 一些问题与不足的显现在

所难免, 为此未来研究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 

第一, 以往对个体人际感恩、感恩的成因与

功能的研究主要注重心理层面的考察, 而忽视了

其在生理层面上的表现。曾有研究发现, 具有前

额叶功能障碍的帕金森病人在完成恩惠列举后 , 

其感恩程度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但是正常被试的

感恩程度却在干预后出现了轻微提升, 这说明感

恩可能与前额叶的功能有关 (Emmons, 2006)。

McCraty与 Childre (2004)从神经心脏病学的角度

分析了感激(appreciate)的生理机制 , 发现当个体

产生感激时, 其大脑 α 波与心电图的同步水平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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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以左半球颞叶为中心显著增加。但是, 该研

究对感激定义不具备很好的区分性, McCraty 与

Childre也承认在该研究中感激更可能是混杂着感

恩、快乐、希望等各类积极情绪的混合体。因而, 

感恩的神经生理学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 , 

Algoe 与 Way (2014)采用基因研究的方法, 发现

人际感恩的表达对其功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遗传

基础, 感恩表达与影响催产素分泌的基因 CD38

有关。具体而言, 当情侣关系中的一方表达感恩

后, 多态性 rs6449182 与 rs3796863 会使得 CD38

的基因表达与双方关系满意度、响应性觉知等指

标相关显著。该研究为探索人际感恩的生理基础

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但目前, 直接探索人际感恩

生理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了解人际感恩的神

经生理基础, 不仅有助于解释人际感恩的成因与

功能 , 更能促进临床上感恩与健康的关系研究

(Emmons, 2006)。 

第二, 过去研究仅验证了特质感恩通过情境

评估的过程来影响个体的人际感恩, 缺乏考察是

否也能通过不断提高人际感恩的产生频率与程度, 

从而反过来培养个体的特质感恩。张萍(2012)让个

体进行动机重评, 成本重评与价值重评的训练后, 

发现其人际感恩获得了提升, 并且坚持一段时间

的认知干预还可以增强个体的特质感恩程度, 这

一结果率先论证了由人际感恩到特质感恩培养路

径的可能性。最近, Froh等人(2014)设计了通过提

高个体的人际感恩来增强其特质感恩的“五步感

恩培养法”, 包括训练个体积极认识情境评估中

的施助成本、恩惠价值、施助动机, 探讨如何有

效的表达感恩等内容。显然, 该方法对探索特质

感恩的培养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另一角

度看, 研究如何激发个体的人际感恩来逐步培养

其特质感恩, 还有利于感恩干预的成功实施。感

恩干预是通过诸如感恩拜访, 恩惠记录, 感恩沉

思等策略逐步提高个体幸福感的方法(喻承甫等, 

2010)。如前所述, 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

切(喻承甫等, 2010), 因而以往试图改变个体的状

态感恩来直接增强其幸福感的干预方式, 其有效

性往往会受到质疑(Watkins, 2014)。但是, 若能找

到由人际感恩到特质感恩的可靠培养路径, 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感恩干预的效果与说服力。 

第三, 拓展人际感恩的功能研究。目前, 大多

数人际感恩的功能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人际感恩在

不同层面的社交功能。那么, 除此之外, 人际感恩

是否还有其他的功能？在这些功能中人际感恩作

用机制又是什么？最近有研究发现, 人际感恩会

减弱个体在经济决策中出现的不耐烦情绪

(DeSteno, Dickens, & Lerner, 2014)。这一结果说明

了人际感恩有助于个体做出适当的经济决策。一

般观点认为, 个体在做出有利的经济决策时需要

自我控制, 以避免情绪波动的干扰(DeSteno et al., 

2014)。那么, 此时人际感恩与自我控制的关系如

何？并且, 人际感恩的这种促进经济决策的内部

原因又是什么？另一方面, Waters (2012)发现在

工作场所中, 与特质感恩相比, 人际感恩与组织

内感恩更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值得注意的

是, 该研究中组织内感恩是一种独特而持久地融

入组织内部特点的感恩形式。Waters 认为组织内

感恩可能是工作场所中沟通人际感恩与特质感恩

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桥梁。那么, 是否人际感恩在

工作场所中发挥作用会受到这种组织内感恩的中

介或调节, 这一问题也有待未来研究的考察。 

第四, 开展人际感恩的本土化研究, 探索本

土人际感恩的成因与功能。如文中所见, 人际感

恩与传统文化中的报恩具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如

何开展人际感恩的本土化研究呢？杨中芳(2014)

认为, 开展某一课题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包括六个

方面, 其中第三点“在当地人自身文化/社会/历史

的脉络中, 寻找理解其活动及行为现象的释意系

统”最为重要。人际感恩产生于一定的人际关系中, 

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更多以亲疏来界定, 不同于

西方意义上“公”与“私”的区分(杨宜音, 1995)。因

此, 诸如“人情”、“报”等观念是解释本土人际关系

中社会交换的主要概念(黄光国 , 2006)。黄光国

(2006)曾提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工具型、

情感型与混合型三类, 其中只有混合型人际关系

是以“人情”为相处原则的。黄光国认为, “人情”原

则的本质是均等性 , 而顾国军(2013)则进一步概

括出人情的三个特点：第一, 频繁容易做到的; 第

二, 依情依理, 又不得不去做的; 第三, 期待对方

回报的。那么, 中国人的“人情”观念与人际感恩会

具有怎样的联系？是积极, 还是消极？已有研究

表明, 中国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感恩意识, 但比较

薄弱, 具有一定的感恩回报行为, 但动机可能来

自于负债感(蒲清平, 朱丽萍, 2012)。那么, 是否

由于“人情、报”等观念导致的是负债感, 而非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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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典型的中国式的人际感恩情境又是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 能否将西方人际感恩的概念与传

统的报恩概念相整合, 探索出一种可操作化的本

土化人际感恩的培养路径？综上所述, 中国人的

感恩概念比较复杂, 而西方的人际感恩概念则易

于理解, 因而开展人际感恩的本土化研究能在揭

示国人感恩心理的基础上, 更为深入地了解感恩

文化在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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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Gratitude: An Important Positive Emotion in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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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is a cognitive emotion, it refers to the thankful and joyful attitude that a 

certain individual expresses towards other’s benefaction with kindness. Situational appraisal is the key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Besides, the emotion is also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neficiary, and the dyadic relationship features, etc. Thus, the 

researchers have designed various paradigms to induce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such as scripts of plot, and 

interactions tasks, etc. In addition, the function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has three levels including 

individual, dyadic and group.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focus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can be studying the 

underlying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investig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rait gratitude from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extending the study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act on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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